基于文献计量的全球科技治理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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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以及科技创新范式转变引发的科技治理新需求，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现有科技治理研究的进展与不足进行分析，以期提升科技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分析发现，与科技已经广泛深入融入人类社会相比，国内外学术界对科技治理重视程度普遍较低。对照科技治理的跨学科、跨领域需求来看，国内外科技治理研究的跨机构合作强度整体较低，且国外研究合作网络发展的成熟度比国内高。2016年以来，新兴技术治理、创新治理、风险治理等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随着科技创新的前沿交叉趋势增强，需要从重视新的学科设置、跨部门协同治理、中国特色科技治理理论与实践角度来加强科技治理研究，以适应科技交叉群聚式创新与应用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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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new demand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trigger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radigms, this study uses bibliometric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he progres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to the widespread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human societ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t home and abroad generally places lower emphasi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Compared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nee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e overall intensity of cross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at home and abroad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maturity of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s in foreign countrie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China. Since 2016, emerging technology governance, innovation governance, and risk governance have become research topics of common concer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With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cutting-edge and cross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mphasizing new disciplinary settings, cross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trend of cross-cluster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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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科技创新在支撑各国经济社会高质量领先发展中的作用凸显，科技治理成为各国抢抓科技产业新机遇的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念逐步被引入科技管理领域[1]，围绕科技治理对象、模式、框架等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不断增多，学界既从理论层次总结出经典的多中心和多层级治理模式，也从治理实践角度总结出各治理主体关系的演变规律，即从一种自上而下为主的治理关系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上下互动关系，相关理论研究为各国开展科技治理实践提供了有力指导。

然而，从科技发展的规律来看，在经历了学院式科学创新和后学院时代的大科学创新之后，近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下，科技创新范式正在发生新的变革：经典的问题和假设驱动的单学科、单领域创新正在向数据驱动的交叉群聚式创新范式转变，应用场景对科技创新的迭代加速作用正在加强。数字化与智能化加持学科交叉、领域交叉，既加速了创新的效率，也加速了创新的不确定性，科技治理理念、模式与工具等是否适用于当前科技安全发展的新需求有待考究。随着科技强国建设的推进，我国对科技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明确提出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2035年和2050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阶段目标[2]。站在新历史方位，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不仅成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实二十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精神要求的关键步骤。
科技治理研究是提升治理实践科学性的基础，从加强理论指导的现实需要出发，本文将结合现阶段创新范式变革下科技治理的新需求，对现有的科技治理研究的进展与不足进行分析和总结，找出科技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为提升研究的问题导向与价值导向提供参照。为此，本研究基于治理视角，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科技治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研究机构、热点主题词等开展量化和可视化分析，总结提炼科技治理研究的总量趋势、研究主体及研究内容等要素演变特征，全面客观地反映科技治理研究的现状，以期服务于科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研究与实践。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描述

2.1 研究方法与工具的选择

自从二战中发明并使用原子弹之后，科学技术创新的“双刃剑”效应逐步凸显，信息技术、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潜在的有害后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部分学者使用文献计量方法以及可视化软件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特定的新兴技术领域研发应用的风险和伦理治理进行了分析，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宏观视角下，从中观层面综合反映科技治理研究进展的文献不多。本文立足于国家加强科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借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科技治理的历史脉络、科技治理研究的最新热点与趋势进行分析，以期全面梳理科技治理问题的研究现状。
文献计量方法通过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方法对文献或文献相关媒介进行研究，获知其数量关系和发展规律，并探讨其科学动态特征[3]，学者们借助这种方法在图书情报、医学等诸多领域进行前沿热点分析，为快速抓取领域研究前沿、进行深入分析提供重要参照。在分析工具方面，本文尝试将CiteSpace 6.1.3.0和Vosviewer 1.6.18.0结合使用，通过共现机构图显示国内外科技治理的主要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方向，通过密度图显示科技治理在不同时间段的研究重点与热点，提炼主题演变趋势，从整体分布情况、主题演化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提取科技治理领域的研究主题，并梳理其演化脉络。CiteSpace由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4]，Vosviewer由荷兰雷登大学CWTS开发[5]，两种工具绘制出的图谱具有信息量大、视觉效果好等特点，允许用户从不同角度分析科研成果。部分学者已从绘图功能、图谱特点、研究主题与热点可视化效果及数据分析结果对二者进行比较，发现CiteSpace绘制的共现机构图更清晰、结果吻合度更高，而Vosviewer在关键词统计结果方面的指向性更明确、热点显示更清晰[6-8]。
2.2 数据来源
科技治理的含义包含两个方面，科学研究活动本身的治理和如何应对科技活动对人类社会及自然造成的影响[9]。为全面展现科技治理研究的历史演变情况，本文以CNKI和WOS中有关科技治理的研究文献为数据源。设置中文检索策略为“主题=‘科学治理’+‘技术治理’+‘科技治理’”。为降低英文语义导致的检索误差，在进行对应的英文文献检索时，选择较全面的中文检索词所对应的英文检索词及其同义词‘science governance’‘governance of science’‘scientific governance’‘scientific governing’‘technology governance’‘governance of technology’‘technical governance’‘technological governance’‘technical governing’‘technological governing’‘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ance’‘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govern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ing’‘s&t governance’为检索词。根据分析需要，对相关数据源进行主题检索，为严格控制国内外文献比较变量、避免结论的歧义，手动将SSCI数据库检索结果中第一作者署名为中国作者的文献筛出加入至国内分析样本、CSSCI数据库检索结果中第一作者署名为外国作者的文献加入至国外分析样本。
3 科技治理研究概况

通过对论文发文量、发文期刊及发文机构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科技治理已成为21世纪的重要治理议题，但当前全球有关科技治理研究领域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科技治理主题的研究力量相对分散，学科设置与跨机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3.1 科技治理论文产出量的变化

技术治理最早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0]，John H. Gibbons和Holly L. Gwin（1985）[11]论述了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在信息技术问题治理中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其研究热度与产出开始大幅提升。以前述设置的英文检索词，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SCI-E、SSCI、CPCI-S、CPCI-SSH、BKCI-S、BKCI-SSH、ESCI）数据库中进行主题检索，结果显示，20世纪80-90年代，科技治理发文量仅有2篇，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仅有6篇，20年间发文量未超出10篇，然而，进入21世纪的20年来发文量快速增长，累计已突破550篇，相比于上世纪末的20年，增长了69倍多。国内科技治理文献也呈现类似趋势，以“科学治理”+“技术治理”+“科技治理”为检索策略，在CNKI中进行主题检索，并将WOS核心合集中的第一作者所属机构为中国的文献纳入样本中，结果显示，20世纪末期的20年间发文量不足百篇，21世纪初至今有162 0篇，相比于上世纪末的20年，增长了21倍多。可以预见，随着科技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竞争中的作用愈发突出，科技治理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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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外科技治理论文年度分布

3.2 发文期刊
从表1发文期刊的分布来看，国外科技治理研究以《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通信期刊）》《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公共科学理解）》《Omics-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综合生物学杂志）》《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为主要发文期刊，发文量前十的期刊占总发文量的比例为24.66%，定期刊物分布比较分散。国内科技治理研究以《科学学研究》《探索与争鸣》《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公共管理学报》为主要发文期刊，发文量前十的期刊出版量总占比为73.91%，相对而言，国内大致形成了稳定的定期刊物群。但从科技治理的重要性来看，国内发文期刊高度集中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技治理尚未在学界得到较普遍的重视。国内外在定期刊物分布上具有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科技治理是刚兴起的研究领域，相关概念、理论、方法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更多的共识还有待进一步凝聚。比如，国外学者主要将其界定在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等细分领域，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将科技治理相关的问题笼统归于科学技术管理大类下，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科技管理思维密不可分。更进一步，这与科技治理的实际需求明显不符，近年来科技快速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与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相关负面问题快速发酵，科技治理实践也已经深入到各个细分领域，如数据保护、算法歧视、面部识别、基因编辑、网络安全等问题备受关注。并且由于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学科与领域交叉趋势不断加强，科技治理越来越成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现行的学科设置与科技治理实践均将相关问题治理分划于不同学科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单学科、单一纵向治理的做法已经明显不合时宜，从学科设置与理论研究来看，将科技治理设置为一个单独的学科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从科技治理实践来看，打破行业部门的纵向管辖藩篱，进行跨部门、跨行业的治理协同的必要性也在增强。
表1 科技治理领域的主要发文期刊
	序号
	国外
	出版量占比（%）
	国内
	出版量占比（%）

	1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5.79
	科学学研究
	19.57

	2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5.46
	探索与争鸣
	8.70

	3
	Omics-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
	1.99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7.61

	4
	Science Technology&Human Values
	1.99
	公共管理学报
	7.61

	5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1.82
	社会
	5.43

	6
	Minerva
	1.82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43

	7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66
	煤炭科学与技术
	5.43

	8
	Journal of Responsible Innovation
	1.49
	浙江社会科学
	5.43

	9
	MIS Quarterly
	1.32
	社会学研究
	4.35

	10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32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35


3.3 发文机构

发文机构演变图根据机构发表文献的平均年份绘制而成，通过节点与连线显示研究机构文献发表量及机构间合作情况，节点表示发文机构，节点标签的大小表示机构出现的频次，节点标签越大，表示频次越大、该机构发文量越多；连线代表机构间的合作情况，连线颜色对应机构间合作的平均年份，节点的连线越多，说明该机构与其他机构间的合作联系越多。
从发文机构及其研究的主题来看，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是当前国外科技治理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其次是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兴技术的伦理、风险评估及新兴技术导致的个人与国家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与解决方案。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治理，以及创造创新评估机制以完善科技的上、中、下游治理体系等[12]。University of Ljubljana、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近3年来在科技治理领域的活跃度较高。University of Ljubljana主要探讨信息技术治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以及科学伦理问题。UCL主要研究自动驾驶、数字化手术等方面的隐私保护、算法改进等问题，通过不断进行科技治理，提升其服务水平，以获得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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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外发文机构合作网络

由图3可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是当前国内科技治理领域发文量最多的机构，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技术治理，包括对技术治理理论与逻辑的辩证思考，新兴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所面临的风险及解决方案，以及对技术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的思考。其次，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发文量也较多，以上两个机构均在2016年至今较为活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早期主要关注科技发展对社会、城市、国家等方面治理的作用，随后研究重点转向在数据时代技术治理双面性下讨论“改革红利”与伦理约束间的关系，技术治理过程中价值理性问题，以及“技治”与法治相互促进、约束的辩证关系。近3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关于科技治理的研究日趋活跃。上海交通大学主要是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主张中国的科技治理首先需要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并强调科技转型、社会治理范式转变问题，也有学者探讨治理现代化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问题。复旦大学主要是对平台治理、网络治理、数字技术治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数字时代下技术治理需要何种治理模式以及运作逻辑，为数字化治理转型提供指引。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生命科学伦理、科技伦理以及负责任地研究与创新，相关学者对科技伦理治理的含义、主体、对象与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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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国内科技治理发文机构合作网络
从发文机构的合作情况来看，国外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密度为0.005 8，国内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密度为0.000 8。整体来看，当前全球关于科技治理机构合作研究的强度较低，机构间的联合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是以独立机构进行研究，并且全球相关研究合作主要发生于高校与科研机构间，需进一步发展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相较而言，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萨克塞斯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哥本哈根商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大学之间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多向合作网络；而国内研究机构仍以独立发文为主，只有北京地区和上海地区出现了少量超越三节点或四节点的跨机构合作网络。未来，有必要进一步调研国内科技治理研究跨机构合作的障碍和困难，推动跨机构就科技治理的重大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增进共识基础，这也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加剧与科技风险隐患增多的现实需求。
4 科技治理的主题演变趋势

科技治理主题能够集中反映特定时期内的科技治理需求及相关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权威期刊的发文主题最能满足这两种属性要求。因此，分别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库，中国知网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库作为国内外科技治理研究的文献来源期刊库，由于CSSCI期刊库中的科技治理文献在2008年前部分数据缺失，为增强分析对比性，检索时间统一设置为2008至2022年。根据设定的检索策略，在WOS上进行主题检索，检索出359条SSCI数据记录，剔除其中16条第一作者所属机构为中国机构的记录以及会议通知、新闻、公告等无效记录，对数据进行清洗、去重操作，最终获取有效记录326条。在知网上进行检索，检索出845条CSSCI数据记录，加入16条SSCI中的记录，使用同样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最终获取有效记录587条，CSSCI与SSCI科技治理年度发文量结果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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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SSCI与SSCI科技治理发文量
4.1 科技治理主题的演变趋势

Vosviewer密度图可以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体现关键词在一定研究时间段内的重要程度与研究热度，但为了清晰地展示密度图情况，并非所有关键词都能在图中显示，因此需要结合Vosviewer软件中“Verify Selected Keywords”关键词频次表进行分析，明确关键词随时间变化的研究热度演变趋势，较为全面、客观地展示该领域研究的主题演化情况。根据图4中的发文量变动情况可以看出，2016年后，国内外科技治理发文量普遍增多，特别是国内发文量增长显著，这反映出2016年前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编辑等技术快速发展并融入人类社会，引发各界对新兴技术治理问题的高度关注。各领域技术交叉创新增加了技术复杂度，国家治理在促进科技安全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选择2016年作为时间划分节点，对该节点前后两阶段的科技治理文献关键词密度进行分析，总结提炼国内外科技治理主题的历史演变趋势。

从国外看，2016年以前，科技治理研究热点领域是信息技术，其次还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的不确定性或风险（见图5），公众参与的方式、渠道、能力、效果等问题成为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此外，负责任地研发与创新开始受到重视。2016年以来，国外科技治理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见图6）。与此同时，创新（innovation）治理的研究热度大幅提升，原因在于对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角色定位日渐清晰，部分国家实施经济、技术垄断，全球技术流通性受到威胁，技术瓶颈的出现使得各国开始重视自身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另外，围绕科技治理的系统性（framework、systems）、协同性、组织性、集团化（strategic alignment）、科技持续发展、治理合作等进行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主题从信任（trust）、参与（participation）到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这表明国外的科技治理日益注重跨国合作交流，以实现科技的联合、协同治理，并呼吁提升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重要性与参与程度，以解决国家创新发展的系统性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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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8至2015年国外科技治理领域主题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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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6至2022年国外科技治理领域主题密度图

在2008至2022年文献统计期间内，得益于中国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与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国内在信息技术应用、生物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中实现弯道超车，甚至与国际先进水平并跑或领跑全球，因此科技治理研究热点主题的演变趋势大体与国际同步。有所不同的是2016年以前，中国科技治理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中，包含了农业节水、水务治理与污染治理等，这反映出中国当时面临的发展阶段性问题比较突出，有大量文献聚焦于对由工业废水导致的湖泊富营养化与水体黑臭问题、由工业废气与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有害气态污染物等环境问题进行治理，比如以山西为代表的矿区塌陷、地表生态破坏问题，以京津冀为代表的雾霾联防联控等实践，为中国应对工业化技术负面效应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正是在这些治理活动中，中国逐步确定了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努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实现科技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技治理及其体系构建的研究热度开始大幅提升。面对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从平衡科技发展与安全的原则出发，针对激励科技创新和防范科技风险的协同治理开始并行推进[14-15]。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性凸显，二十大强调“科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之一”，国家开始统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注重从深入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提升科技创新资源的分配使用效率、发挥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持续发酵，以《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指导意见》《科技进步法》等为代表的伦理规范、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学术界也针对科技协同创新、科技创新生态、科技风险治理等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产学研互动互促趋势加强，并且在新兴互联网和自媒体技术支撑下，社会、科学共同体等多主体也广泛参与到治理中来[16-17]。同时，国内学者也加大对治理工具、治理结构、治理技术以及治理转型的研究力度，充分完善科技治理理论，以解决科技治理的实践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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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08至2015年国内科技治理领域主题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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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6至2022年国内科技治理领域主题密度图
综合国内外科技治理文献主题演化的趋势可以发现，科技治理最初是在管理学视角下开展的治理主题研究，西方国家较早地关注到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干细胞研究和生物技术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处于引领地位。国内科技治理研究在2015年以前较多关注于工业化的“副产品”——生态、环境、气候等问题的治理，在2016年以后，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新兴技术治理主题不断增加，中国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诸多领域迎头赶上，对科技治理热点的关注范围也加快与国际趋同，政府治理、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大数据、体系、框架等成为国内外科技治理共同关注的研究热点。2016年以后，在科技竞争日益处于国际竞争焦点的形势下，“创新”作为研究的主题词，热度不断上升，创新系统或创新生态培育成为我国要着力构建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与此同时与科技创新不确定性相伴的“风险”识别评估与预警防范等，也成为科技治理研究的重点。

4.2 科技治理体系研究的热点及趋势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的战略性凸显、科技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加剧，体系化的科技治理已经成为各国赢得竞争、促进科技安全发展的重要发力点。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从科技治理体系和框架层次展开研究，相关研究维度包括：科技治理的主体及其关系、治理对象、治理工具与机制[18-20]。

（1）科技治理主体构成及其互动关系的演变趋势

在治理理念影响下，科技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已经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政府（government）、公民（citizen、publics）、组织（organization）、高校等关键词体现了科技治理的多元主体构成（见图5－图8）。公众参与（public engagement）、联盟（alignment）、协商（deliberation）、协同治理等关键词体现了科技治理对互动性和协同性的内在要求。然而，具体的互动或协同关系因各国不同的制度文化特征以及不同科技领域的异质性而呈现较强的国家特色和领域特色，这是科技治理中最鲜活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各类治理模式特色与动态的部分。如在美国分权思想、自由市场理念以及联邦与州政府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下，美国政府对科技发展的直接介入较少，主要通过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较宽松的政策，以推动其积极参与到科技治理过程中[21-22]，然而，在中美科技激烈博弈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新《出口管制条例》《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芯片与科学法案》等不断赋予政府更多直接干预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的权力；日、韩等国家主要是通过政府以政策引导与行政推动的方式进行科技治理，其他主体发挥的作用较小[23]；英、德、法等国家既有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起到的引领与统筹作用，又有私人营利性中介机构将科研成果转入市场，各主体间互动较频繁，共同参与到科技治理过程中[24]。

从各类主体互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科技问题复杂性、系统性和颠覆性特征促使各治理主体走向一种多元参与基础上的协同共治关系。协同治理强调不同子系统相互合作[25]，是多元主体参与、自组织相互协调、动态运行的过程，因此，构建新兴技术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以及治理体系是应对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以及由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新业态、新产业带来的技术风险与挑战的思路方法[26]。国外科技治理更注重国家协调各方主体进行治理，并由主体协商治理方案、对策；国内既重视政府的引导与监管作用，也重视民主协商、公众监督与反馈作用，确保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建立良好的信任机制，共同参与到科技治理过程中。随着科技治理对治理主体互动性、协同性要求不断提升，科技治理日渐趋于网络化，治理主体、要素、环境间的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如何提升协同治理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从我国科技治理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随着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成长起一批多元化的科技创新主体，包括一支素质优良的科研工作者队伍，也包含类型众多的科研机构，以及正在成长的科技社团、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特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广大民众广泛参与的特色治理模式。然而，面临科技交叉创新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的趋势，我国科技治理各主体之间需要实现一种在党中央领导下，各主体频繁互动、高效协同的互动关系，以同时促进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与科技向善发展。如何激发各主体参与治理的意识和主动性，如何实现促进“频繁互动”“高效协同”的治理能力和体制机制，成为未来科技治理研究走向深入的重中之重。
（2）科技治理对象的演变趋势

科技治理对象受科技前沿突破、国家发展需求转变、体制机制改革等因素影响，经常处于变动中。一方面科技治理紧跟科技前沿趋势，治理对象不断细化。在环境治理、气候变化等传统议题基础上，人工智能、区块链、算法、大数据等领域成为研究的重点、热点领域，科技治理的对象日益动态化、微观化、具体化。另一方面，科技治理紧随当前各国注重加强原始创新能力、科技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需求，围绕战略新兴技术创新加速与风险预警防范，在科技创新及生态建设、人才评价激励、科研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了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对这种全新技术的需求促使各国对科技创新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建立对科创人才的评价激励制度、规范科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以推动科技健康有序地创新。

（3）科技治理工具的演变趋势

从治理密度图来看，法律、政策（policy）、监管、治理机制（mechanism）、风险评估、公众咨询（public consultations）等关键词体现出科技治理工具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各国政策工具的制定以适应科技创新市场化和全球化需求为基础，因此，国内外科技治理工具呈现较大的趋同性；然而，由于各国文化、国家体系结构具有差别，各国科技治理工具的使用组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国际科技治理层次，国际科技治理工具包括超国家法律、嵌套性规则、监管式自治、集水区规则、规则转移、联合规则、相互认可与调试[27]2，如世界知识产权机构、《核不扩散条约》等具有全球合法权威的法律、条例、多边协议与具有国际效力、符合国际共识的规则。在国家科技治理层次，国外科技治理的工具主要是国家科技战略与规划等自上而下式治理工具，风险预警、监督与评估等风险预防式治理工具，公众参与、协商、审议等上下互动式治理工具[28]。国内科技治理工具可分为法律规范、制度、管制等基于政府权威的治理工具，政府补助、津贴、公共采购等基于协议的治理工具，科技论坛、研讨会、政府公益广告等基于影响力的治理工具[27]3-4。由国家制定的科技政策与规划如科技项目资助、研究计划以及监管与法律约束是各国普遍使用的治理工具[19]8，从科技发展的现状以及科技伦理方面制定相应科技政策以及科技项目，指导科技治理程序，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律，强化伦理道德约束思想，对现有科技治理问题进行审议[20]66-69，对国家和社会的不当科技行为进行约束，并在政策实施阶段建立符合公共利益的监管体系与完善的科技治理机制，让公众积极参与科技治理的全过程，严格进行科技治理，进而构建起稳健的科技治理体系，达到科技治理的目的与效果。

在面临西方加强对我国科技竞争博弈、不断压缩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空间的情势下，中国需要更大的开放态度与行动来加强与世界的联系。科技治理工具作为科技治理的微观基础，是一国开放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在科技治理工具的设计选择中，如何设计与国际接轨、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化工具机制，如何在借鉴国外治理工具的过程中进行中国适应性研究与试验，成为未来科技治理研究的微观着力点。

5 结论及展望

5.1 结论
（1）自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念被引入科技领域以来，全球科技治理论文发表数大致呈增加趋势，2016年以后，上升趋势显著。发文期刊分布与发文机构合作情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与科技治理在促进科技安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相比，科技治理目前尚未受到普遍重视，全球关于科技治理的研究机构主要是高校与科研院所，且国内发文机构的跨机构合作程度较低。科技治理范围随着科技创新应用快速拓展，有待加强学科建设研究和跨部门跨领域治理合作研究。
（2）整体来看，得益于国内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科技体制改革，中国科技治理的重点领域与国际治理呈现趋同趋势，即全球科技治理的重点领域实现了由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领域拓展。未来应该加强对适应科技交叉群聚式创新新范式的科技创新活动与科技风险防范的研究。
（3）从科技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来看，当前科技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主体互动模式已经在学者层面实现广泛共识。尽管存在争议，但在中美科技竞争的大环境下，国家权威对科技治理的影响正在增强。面对西方对我国参与国际科技治理的打压与排斥，应加强对市场型科技治理工具的研究，探究非政府力量推动治理的渠道与机制创新。
5.2 展望
“十四五”规划明确了2035年和2050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阶段目标，对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立足新时代科技发展趋势及治理需求，应鼓励跨领域、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加快科技治理的学科建设与理论、科技治理的跨领域跨部门协同等方面的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科技治理理论体系。围绕科技治理主体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制，加快提升相关主体治理能力，研究探索适合市场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治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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